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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“士”阶层：它的形成、自我意识及原创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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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“知识阶层”（intelligentsia或intellectual）这一名词的出现是相当晚的事。但在东西方，知识阶层的历史

都相当悠久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“士”这一阶层，可以说是中国“知识阶层”比较典型的早期形态。继之，它经历

了两汉以后漫长的“士大夫”之“士”历史阶段并在19世纪末开始向“新型知识阶层”转变。如果我们要探讨中国知

识阶层的历史，我们最好还是从它的源头出发。这里，我们从中国知识阶层（“士”）的诞生入手，进而讨论一下它

的早期特征及“自我意识”。 

              (一)  流动性“士”阶层的诞生 

  探讨中国“士”阶层的兴起，首先牵涉到“士”的原意问题。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许慎对“士”作了一个界定：

“士，事也。数始于一，终于十，从十一。孔子曰：推十合一曰士。”段玉裁注解说：“引申之，凡能事其事者称

士。《白虎通》曰：‘士者，事也，任事之称也。’故《传》曰：‘通古今，辨然否，谓之士。’”按照许、段的解

释，“士”字的原义是“事”。而且与人的才智联系在一起。与这种思路接近，吴承仕认为“士”字的原义是指男子

在田地耕作。由于“耕作”之事的首要性，故引申为一切“事”之称。林同济强调，在周封建社会中，“士”字的意

义就是“事”，即“专门做事”或“做专门事”。 把“士”释为“事”，令人费解的地方，是何以从作为“事”的

“士”转变为后来作为一种“人”的“士”。与以上解释不同，王国维和郭沫若根据“士”与“雄物”和“阳性”的

关系，认为它是指男子； 徐中舒把它解释为“官长”，理由是“士”字显示了人端拱而坐的形象；在吴其昌和白川

静看来，“士”原为一种武器，引申为主刑狱的官或职掌军律者。 与此类似，刘翔认为，“士”字在构形上很像武

器，本义表示兵刑，引申为职掌兵刑的官职，进一步泛化为担任官职者的通称。 根据战争在远古社会政治生活中的

首要性，我们倾向于接受“士”字原与武器相关，并由此演变为掌握兵刑的官职。有关“士”字本义的不同认识就回

顾到这里，以此作为“士”最初起源的一个知识背景。下面我想从西周时代“士”的意义（引申意义上的）入手，来

看一看它是如何转变为春秋战国之“士”的。 

  我们倾向于认为，春秋中期以前的“士”，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身份，他是指贵族阶层中的一个等级，而且是级

别比较低的一个等级。这可以从以下的记载中看出。《左传》桓公二年载：“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卿置侧室，大夫

有贰宗，士有隶子弟，庶人、工、商各有分亲，皆有等衰。”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载：“天子有公，诸侯有卿，卿置

侧室，大夫有贰宗，士有朋友，庶人、工、商、皁、隶、牧、圉皆有亲昵，以相辅佐也。……史为书，瞽为诗，工诵

箴谏，大夫规诲，士传言，庶人谤，商旅于市，百工献艺。”《左传》昭公七年也载：“天子经略，诸侯正封，古之

制也。封略之内，何非君土？食土之毛，谁非君臣？故《诗》曰：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浜，莫非王臣。’

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下所以事上，上所以共神也。故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皁，皁臣舆，舆臣隶，隶

臣僚，僚臣仆，仆臣台。马有圉，牛有牧，以待百事。”很明显，在周制中，“士”是与平民最接近的贵族中的最低

一个阶层。《孟子•万章下》载孟子指出的周室的爵禄等级是：“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

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”《礼记•王制》载：“诸侯之上大夫卿，下大夫，上士、中士、下士。”按照封建等级

制，不仅低级别的“士”分有不同等级，大夫也有等级。“士”不仅是封建贵族的一种身份，一种爵位，而且他还担

任着“官职”， 职掌和从事着各种具体的公共事务。在顾颉刚看来，春秋以前的“士”都是“武士”，只是在经历

了春秋中期社会剧烈变动之后才变为“文士”。 照此说来，“士”所担任之官都为武官，所从事的事都为“武

事”。这可能把“士”的职掌和所从事的工作过于狭隘化了。由于战争频繁，“士”可能都要有战斗方面的训练，以

便在战时能够投入作战。但在平时，“士”则从事着具体公共事务及其管理。根据《礼记•曲礼》的记载，商周之官

职，都有复杂的设置和分管事务， “士”所职掌的事务并不局限在“武职”和“武事”上。一般来说，在封建统治



阶层中，天子、诸侯，属于最高统治者，卿大夫属于执政者或行政长官，而“士”则属于专门事务的管理者（即“有

司”），负责公共行政事务。如，作为封建统治的教养，有关“六艺”的知识和技能，可能是整个统治阶层都需要具

备的，但涉及“六艺”的各种具体“事务”或者教学，则要靠“有司”的“士”来担任。其它象卜、筮、礼、乐、

祭、医、药、婚、丧、刑罚、土木等都有专人专司。从甲骨文中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些比较早的官职设置，如掌管宗教

祭祀、占卜记录的官巫、史、卜；管理王家仆隶的官“有宰”；管理工匠的官“有工”等。《尚书•洪范》“八政”

所说的“祀”，是巫卜官；“食”、“货”是农官；“司徒”是小众人臣；“司空”是工官；“司寇”是刑官；

“师’是武官；“宾”是外交官。担任各种具体行政事务的“士”，既是“庶民”的管理者，同时又起着承上的作

用。许倬云指出：“世官制度给周人贵族以充分共享政权的机会，史官系统（包括祝宗卜史与乐官）由于其承受知识

的圣职性格，成为王朝政府中的专门人材，举凡典故、纪录与档案方面的事务，王室必须仰仗他们的服务。” 由于

封建官职基本上都是世袭的，所以“士”的职务大致上也沿袭着世代相传（“世承”）的方式传承。要言之，春秋中

期之前的“士”，主要有三个基本性格：一是爵禄世袭；二是有战斗训练；三是有专司之职。 冯友兰对春秋之前的

“士”所作的简明解释可能是恰当的。他说：“知识分子旧日称为士。在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中，士是贵族中

的最低阶层。他们都受过一些教育，通晓‘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’等‘六艺’。打仗的时侯，可以作下级军官；

和平时侯可以作卿大夫高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助手。他们过着‘食田’的剥削生活。他们的职守也是世袭的。”  

  但是，春秋中期以后，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，封建贵族世袭制被动摇，政治统一共同体受到破坏，即一般所说

的“天子失尊”和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的局面。这种变化自然也导致了“士”的分化和转变。由于封建贵族世袭制

的逐渐解体，作为世袭贵族的“士”，也开始慢慢丧失其固定的身份和爵禄，不再有固定的经济来源──即“恒产”

和“食田”。在身份和官职的一体化结构中，“士”的世袭贵族身份的丧失，同时也意味着世袭的固定官职的丧失，

正如孟子所说：“士无世官，官事无摄。” 这样，原来作为体制性阶层的“士”，就开始转变为“非体制性阶层”

的“士”；原来作为世代担任官职的贵族身份的“士”，就转变为“失官”、“失禄”的平民身份的“士”；原来贵

族等级中的低级贵族的“士”，转变为“四民”(士农工商)之首的“士”。“士”下降为“民”，失去贵族的身份和

官职，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？从一方面说，这是身份和地位的失落和危机；但从另一方面说，这也是他们重新塑造自

身的一种机会。他们从已有的体制和身份中解放了出来，获得了实现自我的新的方式和可能性。如果说体制、有组织

和具有强烈的社会认同，都是知识阶层的麻醉剂的话，那么摆脱体制、组织和控制，越出已有的秩序和认同，则是知

识阶层获得活力和创新的机会。 时代已经变迁，“士”获得了新的土壤。他们开始了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流动，或成

为顾炎武所说的一百多年变化中产生出来的“士无定主”的“游士”。 他们不受体制的束缚，超出了已往被限制的

专职，角色变得多样化，“君子不器”成为新的理想，何去何从都在他们的选择之中。 

  “士”的这种转变，从西周的“学在王官”到后来的“学在民间”这种变化中，也可以具体地看出来。如同上

述，具有“专学”和“专职”的传统之“士”，都是体制内的官吏，他们有条件去从事“学”，并通过“学”而获得

专门的技能。在春秋中期以前的社会结构中，“官”和“师”是合一的，“学”是官府的一部分，它存在于不同的官

职中，也就是所说的“学在王官”。“学”被封建贵族所垄断，与庶民无缘。但是，到了春秋以后，天子失去了权

威，官学散落。照《左传》昭公十七年所载，就是“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。”“士”流落民间，或者通过他们的学识

和教养以求“仕”，即子夏所说的“学而优则仕”；或者安居民间，成为读书人，招收弟子，传道授业，着书立言。

如老子曾担任过周之守藏室之“史”，“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”，他就彻底退居民间，立言着书，成了道家学派的创

始人。当然，在礼崩乐坏的乱世，“士”不必只有一种选择，他们先后有不同的经历。如孔子曾担任过鲁国司寇，在

官位失去后，虽对政治仍具有浓厚的兴趣，但在屡屡受到政治统治者冷遇的情况下，就退而治学，兴办教育，最终成

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在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，从“学在王官”到“学在民间”这种“学术空间”的转变，不仅标志

着独立知识阶层的兴起，同时也标志着思想和观念的第一次重大“突破”。正是在春秋战国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巨

大转变中，从原来的知识共同体来看是“学术”“为天下裂”的局面，但从多元的知识和价值观看，恰恰是塑造了雅

斯贝斯所说的“轴心时代”的学术盛况，是自由争鸣的“诸子百家”的兴起。冯友兰描述20世纪初中国政治混乱与学

术繁荣的话对此也基本适用，即社会和政治的变动不居，虽然十分不便于人们的实际生活，但却很有利于哲学，因为

“哲学总是繁荣于没有教条或成规约束的人类精神自由运动的时代。” 在春秋战国时代，王道衰微，政治混乱，诸

侯纷争，恰恰为“士”提供了自由思想和价值选择的广大空间。《汉书•艺文志》载刘歆《七略》的说法，认为“诸

子出于王官”，这一说法引起了不少争论。 在我们看来，这种说法，如果是强调“诸子”同“王官”的某种联系，

是可以接受的。但如果说诸子之学，一一都对应于“王官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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